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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先師

仁井田先生的生平與學術活動

（左起）仁井田博士與禮子夫人

引自：《東方學》第七十八輯，平成元年七月（1989），頁 190 後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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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仁井田陞先生，一九○四年出生於仙台市。父親為法官，先生成人以後，出嗣於

姓仁井田的家族而為養子。兩家都是法官。由於仁井田之家缺嗣，因此先生過房而嗣

其家。異姓接為養子，是日本常見的習慣。

一九一七年考上東京有名的私立京華中等學校，受業於後來成為東京帝國大學中

國史教授的和田清博士。讀了五年，一九二二年畢業，隨即考上國立松本高等學校

（在長野縣）。該校是當時帝國大學的全國三十多個預科學校之一，雖然很難考，一旦

考上，學生就可以享受自主性。仁井田先生在此良好的環境之中，酷愛歐洲文學，而

且愛讀中國古籍，在這方面受業於漢學家岩垂蒼松，很會讀漢籍，並且由於直情徑

行，而有了「孟子」的外號。

一九二五年，考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律學科，受業於中田熏教授（日本法制

史）、末弘嚴太郎教授（民法）、穗積重遠教授（民法）等，此時先生有志於研究中國

制度，要讀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但當時東京碰上關東大地震，大學圖書館也崩

壞，於是訪問中田教授懇求借覽此書，中田教授頗為驚訝，因為未嘗有存心於此類漢

籍的法學部學生，如此萌芽了師徒之情。另一方面，先生攻讀甲骨文和金文等，師事

於河井仙郎；而一方面又參加東京帝國大學的 Settlements，參與救貧活動，出入於東

京貧民街柳島地區，在此相識平野義太郎、福島正夫、戒能通孝等有志於社會改革的

進步派學者。

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進修於大學院（研究生院），在中田熏教

授輔導之下，研究日本律令制，當時東京大學沒有中國法制史的講座（研究組織），

因此中田教授勸告他首先研究日本法制史的課題。日本太寶令、養老令都繼受唐令，

裏面引用唐令的原文不少。先生用輯佚的方法，試圖恢復散佚的唐令原貌。

＊ 筆者田仲一成雖然 1955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但當時沒有機會上仁井田教授的課。之後， 1957年考

進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生院， 1959年進修博士課程，等到 1962年才得以上仁井田教授的課。受業的時間

很短，但在仁井田教授輔導之下，利用清代行業會館錄、官箴、公牘、例案等，寫出有關清代地方戲劇的

論文。教授逝世以後，將教授調查北京行業會館時的筆錄，通過禮子夫人謄清的稿子，整理付注， 1975-

1983年出版《仁井田博士輯北京行業會館資料集》(一)～(六)。通過這八年的整理工作，筆者得以學習

到教授極為精密的田野考察的辦法。如此，筆者雖然接受教授的謦欬只有三年，但仍可算是受教長達二十

一年的門徒。



我
心
目
中
的
先
師
∣
∣
仁
井
田
先
生
的
生
平
與
學
術
活
動

論
衡

113

一九二九年，東方學院東京研究所設立（所長為服部宇之吉），聘先生為研究員

（助手），研究課題為「唐令的復原及其歷史的研究」，同時整理該研究所購置的徐則

恂「東海樓藏書」，接觸各種漢籍，擴大眼界。但經過三年，還沒有完成復原唐令的

課題。因此延長一年，等到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完成《唐令拾遺》稿子，由東方文化

學院出版，一二○萬字巨冊。

一九三四年，《唐令拾遺》出版後一年，獲得帝國學士院恩賜賞，實為學術界最

高的名譽。先生當時剛滿三十歲，是空前絕後的事。

之後，繼續在東方文化學院做第二次研究，課題以唐代均田制研究為主，包括唐

代土地制度和均田農民的身分問題。

一九三七年，出版《唐宋法律文書的研究》，以此從東京大學法學部獲得法學博

士學位。

一九三八年，繼續在東方文化學院做第三次研究，以部曲、奴婢等隸屬民的身分

問題為課題。當時，白鳥庫吉、吉川逸治、那波利貞等學者，從英法兩國帶回敦煌文

書。先生利用這些新資料，寫成巨冊《支那身分法史》，在一九四二年也由東方文化

學院出版。

除了研究之外，先生此時承擔當時由滿鐵進行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的部分出

版工作。跟平野義太郎、戒能通孝、旗田魏等學者做共同工作。關注所謂「共同體」

論。

先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設立。一九四二年，調任於

該研究所政治法律部門教授之職。當時在北京工作的律師大木乾一氏向研究所寄贈一

大批中國法律的書。先生整理這一批藏書。據此，開始關注清代行政司法方面的書

籍。先生通過華北慣行調查記錄的經驗，想法有些轉變，開始重視「慣習法」，慢慢

傾向於田野考察的趨向。

一九四二年八月，赴北京，用田野考察的角度，調查北京前門外同業會館（第一

次）。會館所存的碑文、匾額、鼎銘等無所不抄錄。又採訪會館老板，一問一答，也

全部記錄。當時廣島文理大學助教授今堀誠二氏替他翻譯。

一九四三年，再赴北京，作第二次會館考察。今堀誠二氏仍舊擔任翻譯。

一九四四年，又赴北京，慶應大學教授奧野信太郎氏任翻譯。是年冬，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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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先生想法更為改變，積極地展開新的研究。尤其是面

臨一九四九年的中國革命，新中國還沒成立的八月，在綜合雜誌《世界》上，發表

〈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的課題〉，贊揚中國革命。哻之後，在戰前所舉行的田野考察的

基礎上，陸續出版新的著作。

一九五一年，依據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調查北京會館的資料，寫出《中國的社

會與行會》一書（東京岩波書店），指出靴行裏有工人向老板抵抗的罷工，而且木行

裏、石刻裏有匠人向老板要求提升工錢的鬥爭。據此，先生強調清末有工潮的萌芽。

一九五二年，依據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寫出《中國的農村家族》一書（東京岩波

書店），是把戰前的《支那身分法史》改寫而成的，內容是關於中國家族之中家父長

權力的強弱和變遷，提出各種各樣的類型與討論。

當時，一九五○年，東京大學法學部的青年學者（特別研究生）滋賀秀三先生，

寫出《中國家族法論》（東京弘文堂）一書，對於仁井田先生關於中國家族的看法提

出意見，從此兩者之間引發了長達十五年的爭辯。（以下再論）

先之，先生自一九四八年以來，於東京大學法學部開課，講述「東洋法制史」，

批判東洋人法意識的落後性，而與此同時，指出東洋本身在自己歷史之中也含有發展

為近代的萌芽。一九五二年，據此，出版了《東洋法制史》（岩波書店），在此可以看

到仁井田先生於戰後發展的新的學術思想。

一九五三年一月，在日本皇家春節儀式所謂「講書始之儀」之中，先生被選為講

書人，向天皇和皇族講述「魯迅的作品《藤野先生》以及《阿 Q正傳》」，以介紹日

中兩國學人的友好歷史和舊中國社會的悲慘情況，據此似乎進一層暗示中國革命的必

然性。被選為「講書始之儀」的講書人，是學者最為榮幸的大事，從慣例來說，以窮

盡一輩子的學問為講述內容，是普通的辦法，但先生離開自己的專業（中國法制史）

而提到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是使人驚訝的。但在此，仁井田先生向自己所信而勇猛

邁進的熱情，歷歷可見。

一九五四年，出版《中國社會的法與倫理》（弘文堂）。之後十年，先生陸續發表

許多著作，可說是先生學問到達最為高潮的時代。

哻 似乎也可以說，這反映出日本戰敗十年之間充滿於知識人的以打破現況為目的的進步主義的氣氛。仁井田

先生有關這進步主義的思想，在遺稿集《東洋是什麼？》之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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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訪問中國，參觀人民公社，跟中國法律家交流。贊揚中國的新的法

意識。

一九五九年，出版《中國法制史》第一卷〈刑法〉（東京大學出版會）；

一九六○年，出版《中國法制史》第二卷〈土地法．取引法〉（東京大學出版會）；

一九六二年，出版《中國法制史》第三卷〈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大

學出版會）；

一九六四年，出版《中國法制史》第四卷〈法與慣習．法與道德〉（東京大學出

版會）。

這四本《中國法制史》可說是先生的代表性著作。寫完這四本書，一九六四年三

月，自東京大學退休，獲頒名譽教授的稱號。

退休以後一年，一九六五年八月，應倫敦大學的邀請，赴英國倫敦準備講學。但

於十月得病，還未開始上課，即住院治療。

一九六六年一月，獲得朝日新聞賞（出版《中國法制史》四卷的成就），但不能

回國出席授賞式。四月回國，立刻入住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六月病逝於該醫

院。

先生享年六十一歲。學術論文二百篇，著作十種。平日凌晨起床，整天集中在研

究。真算不世出的學者。其墳墓在上野谷中墓地。禮子夫人逝世時，也合葬於此。沒

有兒女可繼其業，深為遺憾。

歿後，遺稿集等出版。如下：

一九六七年，遺稿集《中國的法．社會．歷史》，佐伯有一、福島正夫編，岩

波書店。

一九六八年，遺稿集《東洋是什麼？》，佐伯有一、幼方直吉、福島正夫編，

東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遺稿集《中國的傳統與革命》，幼方直吉、福島正夫編，平凡

社。

一九七四～一九八三年，遺稿集《北京商工行會資料集》1-6，禮子夫人清

書。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濱下武志、岸本美緒、上田信等編注，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中譯本《中國的農村家族》，余萬居譯，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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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唐令拾遺補》，池田溫主編，東京大學出版社。

其他由高足等出版《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3卷，如下：

一九六七年，第 1卷《前近代亞洲的法與社會》（東京：勁草書房）；

一九六六年，第 2卷《現代亞洲的革命與法》（東京：勁草書房）；

一九七○年，第 3卷《日本法與亞洲》（東京：勁草書房）。

二、學術的特色

先生學問非常廣泛，不能一句話來表達其全面。勉強說來，與其是把法律制度從

其社會基礎打斷而作為獨立的對象追求其自律性的體系，毋寧說是把法律制度定位於

社會上，跟經濟和歷史結合起來作總合性的探討。經常關注某種法律制度站在什麼社

會基礎上而成立的這種問題。具體來說，把一個法律制度的術語，在歷史的框架上，

再煉成為歷史學的術語，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來擴大所討論的世界。比如，把唐代

奴婢、部曲等賤民規定為奴隸，把宋代佃戶規定為農奴。戰後，日本部分歷史家（以

東京大學為主）主張，把唐代以前規定為古代，把宋代以後規定為中世。從馬克斯學

說來看，古代為奴隸時代，中世為農奴時代。站在這種理論上，先生檢查唐、宋法律

文書，把唐代的奴婢、部曲認同為奴隸，甚至部分良民也認同為奴隸。因此把唐代看

作奴隸時代，就是古代。而且，分析宋代以後的佃戶在法律上的身分，把他認同為農

奴。宋代以後，地主、佃戶關係逐漸普及到江南地區；與此相反，宋、元以後，部曲

就消滅了。因此把宋代以後認同為農奴時代，也就是中世。

站在這個設想上，先生關注於宋代以後的同族和村落的組織上的變質；也就是

說，在村落，農奴貧窮化，使村落秩序不穩定，大地主企圖利用同族的關係來再組村

落秩序。借保持同族墳墓的名義，限制亂砍伐山林樹木、污染水池等，實際上，是為

保護及培養村落農耕再生產的基礎──山林的樹木（薪炭資源）、地下的龍脈（水利

的源流）。如此，唐代以前的僅為血緣結合的同族，變成為管理或支配村落農耕秩序

的含有地緣因素的同族。從普通的原理來說，同族由於部分成員的遷徙或移居，自然

而然地越來越分裂，其單位規模越來越小。不過，在江南的繁華地區，宋代以後（公

元十至十一世紀），同族卻擴大規模，其戶口有的到達幾千或幾萬人。同族利用私人

的權利，發揮公權（維持村落生產的保障）。宋代以後的同族再組與農奴制（佃戶）

普及之間有著不可分開的關係，如此造成從古代奴隸制到中世農奴制的時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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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構思，極為宏大，對於歷史家的中國時代劃分論，從法制史的角度，起了

很大的影響。對於中世、近代分期的問題，先生也提出獨特的意見：認為地主和佃戶

之間有所謂「主僕之分」，這算是農奴制的象徵。但到明清時代，「主僕之分」這類

表現，在國家法律上或法官審判上都慢慢地減少了。至清代中期（乾隆時代），遂為

之消滅。先生主張：消滅的原因在於佃戶對地主的鬥爭。一般認為，以明代末期、清

代初期為近代的始期，但依據上述法制上的證據，設定近代的始期，與其說是明末清

初，毋寧說是自清代中期以後，更為妥當。所謂「頑佃抗租」是推動從中世到近代的

原動力。

關於近代的歷史，先生認為，地主制度的衰退和崩壞是明清以來「頑佃抗租」使

之而然的一個必然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因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值得評價

的。先生這歷史觀，從學生時代參加 Settlement以來，是首尾一貫的。雖然先生未看

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的混亂就去世了，倘若當時仍在世，我相信，先生一定支持文

革的立場而批評改革開放以後的世態。

研究中國歷史的日本專家，各個從事於斷代史，顯示出一種分工的情況。除了京

都大學宮崎市定教授之外，通論中國全史的學者很少。宮崎教授跟仁井田先生一樣，

也是松本高等學校早期畢業生。兩位之間，關於佃戶的性質，有意見上的分歧，因此

曾有過爭辯。但兩位教授，對於任何時代有一家之言，是共同的。我以為，仁井田先

生不僅為披荊斬棘的中國法制史之開拓者，而且是懷有宏壯史觀的社會經濟史家。

三、與滋賀秀三教授的爭論

仁井田先生跟幾位學者爭論的機會較多，如鈴木俊教授、滋賀秀三教授以及宮崎

市定教授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戰後早期與滋賀先生爭辯的一系列論戰。下面介紹這場

爭論。

一九五○年，滋賀先生出版了《中國家族法論》，批判仁井田先生對中國家族的

看法。仁井田先生也立刻反駁，從此引發了長達十幾年的爭論，其核心在於兩者之間

對於「同居共財」這個家族關係的看法上的差異。仁井田先生繼承中田熏教授的看

法，把這「同居共財」的內部關係看作是「家族共產制」，即家族成員之間，成立

「共有關係」，家長、家族和妻子，男、女都有家產上的股份，女人也有資格繼承股

份。要之，仁井田先生把這「同居共財」關係看作一種生活上彼此幫助的經濟互助集

團。與此相反，滋賀先生否定這類「共有」關係的存在。家產是家長「專有」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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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在法律意識上，不會有任何權利（股份）。滋賀先生把「同居共財」這俗語

表現的中國家族看作奉祀男系祖先的一種祭祀集團。家長（家父）站在主辦祖先祭祀

的司祭，家產也是祭祀用的，因此家長（父）全面掌握其家產。祖先祭祀是專由男性

子孫承擔的，所以只有男性成員在家產上有繼承權（股份）。不參與祖先祭祀的女

兒，在家產上不會有任何權利，只能獲得結婚以前在家裏的生活費以及出嫁時可以帶

去的衣裳或妝奩費。法諺有云：「兒承家，女吃飯」或「兒承業，女受櫃」，都表示

這想法。滋賀先生從民族心理的角度，引用中國古典文獻以闡明中國人的家族觀念。

如下：

人的血脈是由父親傳給兒子的。這種血統，不論反覆多少世代，也不會喪失其

血緣的同一性，而且這類血緣是生命的本源，或生命本身。各個人的本性也是

由此所規定的。將這樣意義上的血脈，用中國話來說，與其用「血」，寧可用

「氣」這語詞來表現，更為自然。正如所謂「父子至親，分形同氣」（《南史．傅

隆傳》），父與子，雖在現實上出現為兩個個體（分形），但兩者之中生存的生命

本身，卻是同一的（同氣）。在此，兒子是被看作父親生命的延長，因此，有

云：「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又云：

「雖云三世，合之一體，非有分也」（《南史．傅隆傳》）。近世族譜也云：「世數

雖遠，皆一氣也。」（《潛陽李氏重修族譜．十統譜說》）。在自己本身之中，認

同父親生命的延長，在父親之中，認同自己生命的本源。在形成生命之中，母

親的功能當然也是不可以忽略的。但是關於母親，「氣」這語詞卻不能使用。

在形成生命之中，母親的參與是關涉於「形」的方面，而賦與「形」以「氣」

的方面，全部都是父親的。但「氣」，如果沒有賦于「形」，不會成為生命。故

有將此比喻種菜的說法。將種子比做父親，將菜園比做母親。

站在這樣的邏輯上，滋賀先生對於「同居共財」的內部關係加以解釋而這樣主張：在

家族集團之中，父親的地位是特別卓立的，他作為祖先生命的延長，主辦祭祖的祭

祀，同時代表家族，管理家產，培養子孫，使祖先的生命更為延長；與此相對，父親

在世時，兒子在家產上沒有任何權力，但父子一體，兒子固有繼承權，兩者之間，不

會發生任何矛盾。中國家父長的權力，是出自一種類似「自然法」的法意識。因此，

家長對於家產上有專權的觀念，是非常穩定，直至現在仍沒有改變。據此，滋賀先生

反對仁井田先生的「家族共產」的想法。

我認為，滋賀先生的看法，是站在中國人祭祖這民族心理上而成立，能夠符合中

國人的生活意識或法意識。把家族看作父系祖先祭祀團體的看法，不但對於同居共

財，而且對於「同姓不婚」、「異類不養」、「兄弟均分家產」、「無別嫡庶」等中國



我
心
目
中
的
先
師
∣
∣
仁
井
田
先
生
的
生
平
與
學
術
活
動

論
衡

119

家族法的核心原則，都可以調和地或和諧地符合，成為一個系統性的說明。而且也可

以說，滋賀先生關注中國家族法的固定而不苟變動的原則，對於脫離這原則的現象，

就將它看作是例外性、偏差性或暫時性，有些超歷史的觀點。與此相反，仁井田先生

把中國家族看作經濟互助團體，主張：家長的專權，也隨著經濟條件而改變，其強弱

也會受到環境條件而分歧。先生始終站在歷史主義立場，對於祖先祭祀或宗教觀念方

面，則不大關心。

兩者之間對家族觀念上的差異，也導致有關南宋時期女人在家產上地位的爭辯。

首先，仁井田先生主張，在南宋法律，女子在家產上有了男人之半的股份，其地位比

唐代以前提高了起來。先生提出有關證據，如下：

1. 南宋劉克莊云：「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後村先

生大全集》卷一九三「鄱陽縣東尉檢校周丙家財產事」）

→先生按曰：據此可見，女人有男人之半的股份。

2. 南宋劉克莊云：「劉氏亦有二女，此女既是縣丞親女，使登仕（縣丞的兒子）

尚存，合與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

「建昌縣劉氏訴立嗣事」）

→先生按曰：這裏也可見女人有男人之半的股份。

3. 南宋劉清之編《戒子通錄》云：「且析居之法，但取均平，以止爭端。而無

嫡庶之辨，此作律之失也。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若兄弟探籌以析居，則廟

無定主矣！而律復有婦承夫分、女承父分之條，萬一婦人探籌而得之，則家

廟遂無主祀也。而可乎！」（卷六〈高司業送終禮戒子篇〉）

→先生按曰：這裏用抽籤分割家產，所以不知家廟下落於誰之手。而且據律所

規定，寡婦也可以代替夫主之股份，女兒可以代替父親之股份。那麼，萬一

婦女用抽籤，得到家廟，家廟就缺乏負責於祭祀的男人。可知這裏也有女兒

代替的股份。

4. 南宋判語有云：沅州府解汝霖，因虜入寇，夫婦俱亡，全家被虜，越及數年，

始有幼女七姑，女孫秀娘回歸，沅州府徒欲拘收花利，既有二女，法當承分，

於絕家財產，若只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戶四分之一給之。（《清明集》卷八

〈戶婚門．女承分〉）

→先生按曰：夫婦俱死，全家離散，經過幾年，其二女回鄉，法官判云，既是有

二女，法律上應當有承繼家產的股份。但家裏沒有親生兒子，因此應該作為絕

家之例，就以全部家產之四分之一，給二女。這裏也可見女兒有股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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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宋判語云：鄭應辰無嗣，親生二女，過房一子，假使父母無遺囑，若以他

郡均分之例處之，二女與養子各合受其半。（《清明集》卷八〈戶婚門．遺囑〉

「女合承分」）

→先生按曰：這裏也看見女兒有男人之半的股份。

仁井田先生依據這些例子來主張，當時南方某些地區可能有女子在家產上也有股

份的慣習法，這類地方性的慣習法會反映到南宋立法上。這是反映當時女人地位的提

高，而且也反映時代的轉變。

不過，滋賀先生對此提出另外的看法。滋賀先生站在上述的以祖先祭祀為主的立

場，不接受女人在家產上有股份這樣的主張。滋賀先生說，仁井田先生所舉的例子，

都是不正常的情況。是沒有親生兒子，只有養子和親生女兒的例子。養子對於親生女

子，難免陷入於不利，從此出現對女兒的例外性優待。而且在鄭應辰案（上文第 5

項），法官雖然說，二女與養子應當承受其半，但實際上的判決，依著其父的遺囑，

對於二女，只是允許取得家產之二十分之一而已。可知當時法官的想法還是保存著以

「女承吃飯」、「女受櫃」為原則。而且滋賀先生指出，當時有類似朝令夕改的相當荒

唐的立法。先生引出《朱子語類》卷一二八，如下：

律極好，後來敕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乾道淳熙新書，更是雜亂。一

時法官不識制法之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

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

條也。

在這樣法制雜亂的情況之下，會出現女子有股份這脫離原則的條例，但「女承吃

飯」這原則仍然存在，不可以贊同南宋女子在家產上的地位比前代更為提升這類想

法。加之，仁井田先生以之為立論的根據，劉後村所謂「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

得男之半」這句話，從其文體來看，不像條文的全文，一定是斷章取義的文章。上下

文的文理怎樣，現在無法掌握，可能在一男一女的家為女兒招婿時的分產法。仁井田

先生雖然據此主張：南宋女子在家產上地位，由於受到南方慣習法的影響，比唐、北

宋時期更為提高起來。但滋賀先生卻對此批評，立論所據的法條文的本身，不容易下

正確的論斷，而且關於所謂南方慣習法，沒有任何證據可憑；那麼，在這樣的情況

下，避開過急地發表意見，只在內心，繼續將這些問題留存下去，是更為高明一些。

滋賀先生一直主張：中國人有關家族法的觀念較為固定，認為：始終離不開男系

子孫祭祖的體系，很少受到時代的影響。如此否定女兒家產上的地位，以為：儘管南

宋法制雜亂，但女子地位不會像仁井田先生說得那樣簡單地提升。其觀點首尾一貫，

邏輯精緻，很有系統性。但是滋賀先生把研究的對象限定在法學的領域，尤其是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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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家族、宗族關涉於公法的領域，卻不敢進去。因此，戶籍、公田、稅糧等，

家族、同族跟國家權力的問題，一切置之而不講。

與此相反，仁井田先生一直關注家族／宗族跟國家權力的關係。同時離不開與國

家結構有關係的社會經濟的問題，在私法和公法的交界領域裏作研究。因此其研究對

象接近社會經濟史的領域。其觀點很廣泛，對於一個法制度，從多方面的角度，作考

察。與避開社會經濟問題的滋賀先生有很大的距離，對於南宋女子地位的看法上分岐

也產生於此處。仁井田先生，在中國宗族到宋代開始再組這大前提之下，感覺到當時

社會轉變，提到南宋女子地位提升的問題（先生認為當時對於家庭勞動上女子的貢獻

有些評價的趨向）。從審判上的「女承分」等文字來看，的確有女子地位提升的證

候，但滋賀先生認為證據不足夠。與此相反，仁井田先生站在社會經濟上的各種「情

況證據」上，下了這類論斷。這裏看得出仁井田先生超越法制史的宏觀性歷史觀。一

是站在離開公法而保持自立性的私法的領域，一是站在接近社會經濟學的私法／公法

交界的領域，而且作風不一樣。如果借鑒胡適先生的說法，滋賀先生是以「有幾分證

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為準則，很講究於證據。仁井田先生是

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為準則，很重視假設。兩者的議論，由於其關注的領

域不同，論點時常沒能十分交叉，但是可以說，各代表近代學術的兩個重要準則。

四、小結：對於下一代的影響

對於中國家族／宗族，滋賀先生把它看作祖先祭祀集團，仁井田先生把它看作經

濟互助集團，這各自影響到以後的研究。

首先論述仁井田先生研究的影響。先生提出的觀點：宋代以後的宗族，跟唐代以

前的宗族不一樣。當時，宗族面臨佃戶的貧窮化，而由此產生之地主制度的動搖，於

是企圖利用宗族血緣結合來再次組織宗族對成員的統治力，創設義田、祭田（宗族的

共有財產），編纂族譜，建設奉祀遠祖的祠堂，創辦學校以培養子弟等等。據此，將

從前分居或移徙而分散的宗族支派，再統合起來，造成人口達到幾千人的大宗族。貧

窮化的佃戶成員在這宗族共有財產之幫助下，獲得生活的基礎，宗族支配層也利用這

共有財產來使子弟投考科舉得以做官，利用官僚以擴大其鄉村權力。這學說影響到下

一代的歷史學者。課題為二：

第一，宗族用什麼辦法來統合分散的支派？

第二，宗族用什麼辦法來勾結國家權力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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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一個課題（統合支派的辦法），年輕學者闡明：哷支派之間，把各自所奉

祀的祖先，在族譜上統合（上溯世代而認同共同的遠祖）而彼此認同為同一的宗族。

之後，從前各自有的輩行字體系，也慢慢地統一起來。

關於第二個課題（勾結國家權力的辦法），年輕學者闡明：哸清代廣東宗族向國

家納交稅糧時，用遠祖的名義來納交（圖甲制度下的戶名不變的原則）。而且私人之

間交易時，各人也用遠祖名義來立合同。如此，國家只能掌握宗族，不能掌握宗族下

面的個別人身，各宗族的財政內容，國家則不得而知。宗族利用這制度來積累財物。

這類制度，繼承明代里甲制度而成立的。明代江南也有這種以遠祖名義來隱蔽各人權

益的例子（祭祀組織等戶名不變）。國家雖然知道這弊病，但宗族通過自族官僚以勾

結高官，維持這制度。

如此，年輕學者站在仁井田先生上述的假設上，得以深入研究中國家族／宗族問

題。戰後二十年之間，大家都集中在地主佃戶關係上，而忽略宗族問題。仁井田先生

第一次注意到地主和佃戶之核心部分，潛在著宗族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的日本專家之

中，目前最為隆重的課題是宗族問題。開闢這方向的，是仁井田先生，其貢獻之大，

是日本年輕學者所都承認的。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在這裏也有滋賀先生學說的重要意義。比如，關於第一個課

題，許多支派，雖然被經濟所逼迫，但為什麼那麼迅速地或順利地能夠統合起來呢？

這是像滋賀先生所指出那樣，各支派共同懷有的對於遠祖的崇拜觀念才使之然耳。如

果沒有這類民族深層心理，達到幾千人的大宗族，不會那麼快成立。例如，在日本的

話，不會有這類情形。而且關於第二個課題，更應該注意到滋賀先生的學說：宗族向

國家納交稅糧時，或跟私人交易（買賣產業等）時，為什麼可以不用私人本身的名

義，卻可以用遠祖的名義呢？看來似乎很奇怪，但像滋賀先生所指出那樣，從中國人

深層心理來講，家族／宗族是崇拜或繼承祖先的祭祀集團，那麼用祖先的名義來代表

集團，並不奇怪，卻是很自然的。個人跟祖先合為一體，用祖先名義做交易，有何不

可？就這樣，依著滋賀先生的研究，我們才對於中國近世家族／宗族所進行的經濟活

動，可以了解到其民族心理的根底。其貢獻，不但在法制史學上，甚至歷史學或社會

經濟史學上，還是極大的。

哷 上田信，〈地域與宗族─浙江省山間地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94冊（1984）。

哸 片山剛，〈清代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圖甲制─稅糧．戶籍．同族─〉，《東洋學報》63.3/4（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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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年代以後，經常出入於香港新界大宗族村落，看到大祠堂和以宗族為主

的生活（比如祭祀），體會到仁井田先生所說的宋代以後大宗族的權力；但同時看到

這裏的宗族用遠祖的名義來登記產業，顯出把自己認同為拜祖的祭祀集團的觀念，從

而想到滋賀先生所提出的論點。目前，日本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中，引用仁井田先生

論著者多，引用滋賀先生論文者卻不多。仁井田先生的學問接近於社會經濟史，因此

歷史家容易接受其課題；滋賀先生的學問有些接近於人類學，先生本身參閱 Maurice

Freedman 等人類學者的研究，歷史家在研究辦法上，對此有些距離感，甚至於研究

漢族的日本人類學者，幾乎沒有提到滋賀先生。哠但是目前，歷史學者也開始從事

於田野考察，其研究越來越接近於人類學。目前，滋賀先生的研究，在日本年輕歷史

家的著作之中被引用的機會，已經比以前大為增加了。唎

我是受業於仁井田先生，一輩子離不開先生的學恩。但有關宗族的問題，在田野

考察之中，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從而體會到滋賀先生的著作。目前認為，兩位先生的

研究對我們下一代來說，雙方面都應該吸取的。有關家族／宗族內部組織的問題，應

該學習滋賀先生的論著；有關家族／宗族對外經濟活動的問題，應該參考仁井田先生

的論著。滋賀先生的主要著作《中國家族法原理》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仁井田先生

的主要著作《中國法制史研究》四冊，除了第 1卷〈刑法〉之外，其他還沒有翻譯成

中文，至少最為重要的第 3卷〈家族村落法〉，盼望日後會出版中譯本。

（2007年 2月 9日〔演講用〕初稿， 2月 26日修改）

哠 研究漢族的日本人類學者，關於中國家族法，從來沒參考滋賀先生的研究，卻參閱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比

如，末成道男主編，《文化人類學》（Academia出版會）5（1988），特集〈漢族研究的最前線〉，「文獻案

內」沒有引用滋賀先生的《中國家族法原理》，卻引用仁井田先生的《中國的農村家族》。從而臺灣人類學

者早就出版其中譯本（余萬居譯，《中國的農村家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1988〕）。

但是仁井田先生的研究之中，祖先祭祀等人類學的思考，一點也沒有。跟人類學的研究，有很大的距離。

唎 井上徹主編，《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2005）；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の研究》（東
京：汲古書院， 2005）等都引用滋賀先生的著作。


